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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后疫情时代，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是成功改革、应对挑战的关键，而以学习为中
心的领导与教师趋向行为密切相关。因此，本文研究了后疫情时代中泰两国以学习为中心的领
导与教师额外努力的关系。在两项研究中，研究了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教师额外努力两者之
间的直接和间接（中介）作用，组织依恋被用作中介。结果表明，中泰两国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
与组织依恋和教师额外努力有显著正向关系，组织依恋在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教师额外努力
之间有中介作用。这说明，在疫情笼罩下的中泰两国，领导力需要教师对学校安全感和留恋感
的情感体验联系，才能充分地提升教师的额外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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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ＶＩＤ－１９给全球教育领域带来了巨大挑战。
相对地，疫情也是改革的契机。当前需要考虑的重
点是如何逆水行舟，主动改革，探索持续推进教育
变革的发展路径。正如臧志军（２０２０）所言，在后疫
情时代，教育管理只有持续不断地变革，才能应对危
机。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ｈｉｐ）所具备的“能力建设”特征，是学校建立可持续
改革和化解危局的核心。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被
描述为“学校领导有意识地努力引导、指导、支持和
参与教师学习，以增加他们的专业知识，最终促进
学生学习和学校效率的过程”。它可以促进教师的
专业学习、知识共享行为，并建立信任，并且，还能
破除文化障碍。就如Ｈａｌｌｉｎｇｅｒ，Ｌｉｕ ａｎｄ Ｐｉｙａｍａｎ
（２０１９）所声称的，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的能力差异
对于教师的影响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创建一个激
励、参与和维持教师持续发展的环境。相反，缺乏
这种领导力将难以实现教育改革的成功。此外，
Ｔｉｍｐｅｒｌｅｙ（２００６）还建议：“学校需要避免极端的自
我管理形式，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则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重要措施。”
ＯＥＣＤ（２０２０）的报告显示，在ＣＯＶＩＤ－１９时期，

全世界约６０％的教师缺乏数字化责任意识，学生的
情感与心理健康问题也令人担忧。因此，教师除了
要提高教育责任感，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需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关注学生的情感与心理健康情况，并且
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必要的支持。额外努力（ｅｘｔｒａ
ｅｆｆｏｒｔ）被描述为“个体投入额外时间和精力来实现
组织目标的内在愿望或意愿”。Ｂｅｌｏｇｏｌｏｖｓｋｙ ａｎｄ
Ｓ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０）认为，愿意超越职责要求的教师有助
于教育改革的成功实施；相反，如果教师不愿意付
出超出最低预期的努力，实施教育改革失败的几率
将很高。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对额外努力有积极
影响。另一项研究则表明，组织学习对额外努力有
正向影响。此外，研究证实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可
以通过直接和多方面的“能力建设”有效地提高教
师信念。反过来，额外努力又取决于教师的自我效
能。另一方面，若没有领导的支持，教师则难以施
展能力。此外，在传统和非传统文化中，积极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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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力能够有效激励个体，是等级制度中的最高价值
观。此外，Ｃｌａｒｋｅ ａｎｄ Ｏ Ｄｏｎｏｇｈｕｅ（２０１７）亦强调，任
何研究只有通过跨社会系统的比较，才能支持研究
领域更好的发展。虽然以往研究已经证实，积极的
领导可以激励教师额外努力的产生，然而，尚不清
楚在后疫情时代，以及不同国家的背景下，以学习
为中心的领导与额外努力之间的直接联系。

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和依托，
这种现象在人数众多的高校之中尤为突出。因此，
这就迫切需要能力出众的学校领导来建设和改善这
种情感认知。在心理学中，组织依恋（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被描述为个体对所在组织持久而稳定的
情感联结。Ｌｉｔｔｌ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认为，组织依恋可以
更有效地利用身体、情感和认知资源，并增加额外
努力表现。研究证实，组织依恋对公民行为和偏差
行为有显著影响。相反，低水平的组织依恋，容易
唤起消极反应，造成情绪失控。另一项研究表明，
变革型领导是组织依恋风格重要的预测因素。它
促进了组织目标的实现、激励了个人的成长，并超
越了更高层次的动机和自身利益的目标。

组织依恋与领导力、额外努力表现都有密切联
系。组织依恋通常被认为是个体对组织持久而稳
定的情感联结，本研究同样认为它是后疫情时代
下，联通组织与个体跨层次的重要桥梁。此外，中
泰两国都属于“自上而下”的传统社会，所形成的负
面领导力与独特的“本地化”色彩也被视为改革的
阻力之一，需要持久而稳定的特征来维持持续的动
机和主动性。因为，教师长期的额外努力将会对学
生带来巨大影响。尽管如此，在后疫情时代和中泰
两国背景下，却尚未有研究探索组织依恋在以学习
为中心的领导与额外努力之间的介导作用。

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后疫情时代中泰两国教
师对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的看法，还有他们对额外
努力的认知程度，以及情感体验的组织依恋在上述
关系之间的介导效应。厘清这些关系与差异可以
帮助中泰两国的学校确定建立可持续改革与后疫
情环境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对学校变革带来实质性
帮助。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认知资源理论
依据认知资源理论推论，具备强大“能力建设”

特征的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行为，对认知资源和心
理因素的结果将产生积极影响。该理论解释了在
富有才干的领导者对个体产生结果的过程中，个体
认知资源差异是如何被影响的。因此，认知资源理
论可以有效地解释组织依恋这种认知资源的个体

差异，在促进积极的领导者与提升个体行为过程之
中的积极作用。因此推导，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将
对个体额外努力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组织
依恋在两者之间也将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

（二）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
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被定义为“学校领导有意

识地努力引导、指导、支持和参与教师学习，以增加
他们的专业知识，最终促进学生学习和学校效率的
过程”。类似地，Ｈａｌｌ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将它描述为
“学校领导激励、引导和支持教师学习和学校改进
的过程”。他们还强调，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学
习领导”类似。此外，Ｔａｌｅｂｉｚａｄｅ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声称，
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有着突出的“能力建设”特点，
它能够提高学校社区所有成员的学习。因此，本研
究将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视为具有强大“能力建
设”特征的积极领导行为。

（三）在后疫情时代，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额
外努力

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被描述为具有强大“建设
能力”特征的积极领导行为，它对教师的知识共享
行为和信任有正面影响。额外努力则被认为是“个
体投入额外时间和精力来实现组织目标的内在愿
望或意愿”，属于个体的趋向行为，它受到有效的领
导力和自我效能的影响。组织提高个体额外努力
需要关注的因素之一是如何管理与发展积极的领
导行为，因为这可以促进个体额外努力的产生。因
此，学校应该建立和发展积极的领导行为，因为这
样有助于教师额外努力的提高。以学习为中心的
领导可以通过各种学习活动的建设和激励，有效提
升教师的额外努力水平。另一方面，疫情的常态
化，对学校与教师带来多方面的、新的挑战，而关于
后疫情时代中泰两国中，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是否
会影响教师额外努力的研究尚无。据此假设：

Ｈ１ａｂ：中泰两国在后疫情时代，以学习为中心
的领导与额外努力呈正向关系。

（四）在后疫情时代，组织依恋的中介作用
领导力、情感体验和认知是密切相关的，研究

者们也意识到领导行为在提高额外努力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有效的领导力被认为是提高额外努力
的最有效因素之一，它对趋向行为有重要影响。以
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以多种学习的方式与激励能力
影响着教师的额外努力，当教师认为他们的领导对
他们给予支持与发展时，他们将获得能量，并可以
改善自己的认知与趋向行为。组织依恋是教师对
学校的情感体验，如果教师将领导行为中获得的支
持所产生的积极认知融入工作，那么他们将提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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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依恋的水平。这是因为组织依恋为教师提供了
一种途径，高水平的情感体验可以激发教师的热
情，从而降低他们消极的情感体验。

在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教师额外努力的关
系之间，一个可能的介导因素是组织依恋。组织依
恋通常被认为是心理功能方面的一种相关现象。
因此，体验到的组织依恋可被用作增加额外努力表
现的一种持久而稳定的情感联结机制。以类似的
方式，研究还发现变革型领导与组织依恋风格之间
的关联性，这表明有效的领导行为能够有效地促进
组织依恋。先前的研究还证实，有效的领导力在不
同的心理因素关系之间具有重要作用。

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力有意地建立、提供和支
持各种学习活动，能创造有利于学习的条件，是一
项活动的卓越领导行为。令人安全与留恋的情感
体验可以通过领导的积极行为，进一步地提高教师
的额外努力。这是因为，如果教师认为领导的学习
活动对他们是有益的，并且认为领导者具有较强的
能力，那么积极的情感体验就会进一步提升他们的
额外努力水平。相反，消极的情感体验将会降低教
师额外努力的趋向行为。因此，本研究预测情感体
验中的组织依恋将在此联结中起中介作用。据此
假设：

Ｈ２ａｂ：中泰两国在后疫情时代，以学习为中心
的领导与组织依恋呈正向关系；

Ｈ３ａｂ：中泰两国在后疫情时代，组织依恋与额
外努力呈正向关系；

Ｈ４ａｂ：中泰两国在后疫情时代，组织依恋在以
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额外努力之间有中介效应。

二、方法
（一）研究模型
依据研究目的与假设构建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研究模型图

（二）样本和数据收集程序
考虑到泰国高校聘用的外籍教师，问卷以中、

英、泰文展示，量表由６位中、英、泰文专业的泰国教
师翻译，另外４位泰国专家对问卷进行审核与修订。

最后以随机方式邀请中泰两国的９名教师来检验关
于问卷题项的理解与文化匹配。

调查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１０ ～ １１月，以立意抽样进
行。最终获得中国样本３５９份、泰国样本６７９份（匿
名；自评），这些样本分别来自中国南昌市与泰国曼
谷府的６所高校。对比初高中学校，高校教师与学
生的数量与比例较高，对疫情较为敏感，此外，教师
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支持后疫情时代学生的
学习。未来的发展源自大学生，而担负培育任务的
是高校教师。ＥＤＵＣＡＵＳＥ（２０２１）的报告显示，疫情
正在并且会长远地影响高等教育，它颠覆了高等教
育的运作方式。相对地，对教育变革也具有推动作
用。校长领导力是应对疫情挑战、扭转危机的关
键，这也是选择高校作为对象的原因。

中泰两国都属于自上而下的传统文化，差异不
大。因此，本研究对两国的比较将不设定假设，仅
进行对比，这与以往类似的研究不同，重点是变量
之间的潜在关系。此外，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分析验
证假设，以中介效应的不对称区间估计来进行中介
分析。

（三）衡量
后疫情时代，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量表：由Ｌｉ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开发，分为建立学习愿景、提供学习支
持、管理学习计划、建模四个维度，共２５题，量表的
α系数为０． ９６５。问卷对该量表予以修订，增加了
“疫情背景”辅语，例如：您的校长在疫情期间为学
校的教师学习设定了清晰的愿景。

后疫情时代，额外努力量表：由Ｒａｍａｍｏｏｒｔｈｙ
ａｎｄ Ｆｌｏｏｄ（２００２）开发，共３题，量表的α系数为
０ ８９。问卷对该量表予以修订，增加了“疫情背景”
辅语，例如：在疫情期间，我的校长激励我把更多时
间用在工作上。

后疫情时代，组织依恋量表：由陈玉玲和陈维
政（２０１７）开发，分为对组织的安全感和留恋感两个
维度，共１５题，量表的α系数为０． ９０５。问卷对该
量表予以修订，增加了“疫情背景”辅语，例如：在疫
情期间，工作中出现问题时，我能从学校得到帮助。

问卷以性别、年龄、教龄、学位为人口变量，采
用５点法测量，采取自评形式。

三、结果分析
（一）人口特征分布
如表１所示，中泰两国样本中，女性教师比例最

高（２８４，７９． １１％；４６３，６８． １９％）；２３ ～ ３０岁的青年
教师居多（２０１，５５． ９９％；２５８，３８． ００％）；有着５ ～ ６
年教龄的教师比例较高（１６１，４４． ８５％；２８２，
４１． ５３％）；中国拥有硕士学位的教师比例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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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６４． ６２％），而泰国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
最高（４３１，６３． ４８％）；外籍教师群体分布显示，中国
的外籍教师比例较低（０，０％），泰国的外籍教师比
例较高（１０７，１５． ７６％）。通过比较，发现存在明显
差异，即泰国高校教师的学位在层次和数量上远高
于中国。这或许是因为中国样本获取地为江西省
南昌市，而泰国为曼谷府。此外，曼谷高校的国际
化程度较高，聘用外籍教师是常态。

表１　 人口特征分布表

变量 分组 中国 泰国
Ｎ ％ Ｎ ％

性别 女 ２８４ ７９． １１％ ４６３ ６８． １９％

男 ７５ ２０． ８９％ ２１６ ３１． ８１％

年龄

２３ ～ ３０岁 ２０１ ５５． ９９％ ２５８ ３８． ００％

３１ ～ ４０岁 ９３ ２５． ９１％ ２５７ ３７． ８５％

４１ ～ ５０岁 ５１ １４． ２１％ １０２ １５． ０２％

５１岁及以上１４ ３． ９０％ ６２ ９． １３％

教龄

１ ～ ４年 １３７ ３８． １６％ １０７ １５． ７６％

５ ～ ６年 １６１ ４４． ８５％ ２８２ ４１． ５３％

７ ～ ９年 ２８ ７． ８０％ １８８ ２７． ６９％

１０年及以上３３ ９． １９％ １０２ １５． ０２％

学位
学士 ３４ ９． ４７％ ０ ０％

硕士 ２３２ ６４． ６２％ ２４８ ３６． ５２％

博士 ９３ ２５． ９１％ ４３１ ６３． ４８％

外籍教师 是 ０ ０％ １０７ １５． ７６％

否 ３５９ １００％ ５７２ ８４． ２４％

　 　 注：（中国）Ｎ＝３５９；（泰国）Ｎ＝６７９。

（二）适配度
如表２所示，中泰两国模型的ＲＭＳＥＡ＜０． ０８，其

他指数也均符合标准，适配度佳。
表２　 适配度表

统计检验量 适配标准 总模型
中国 泰国

!

２ ５１９． ７８３ １３３５． ７７９

ｄｆ ４２５ ８９９

ＳＲＭＲ ≤０． ０５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６

ＲＭＳＥＡ ≤０． ０８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７

ＧＦＩ ≥０． ９０ ０． ９１４ ０． ９２１

ＩＦＩ ≥０． ９０ ０． ９８５ ０． ９７２

ＴＬＩ ≥０． ９０ ０． ９８４ ０． ９７０

ＣＦＩ ≥０． ９０ ０． ９８５ ０． ９７２

!

２ ／ ｄｆ ≤３． ００ １． ２２３ １． ５０３

　 　 注：（中国）Ｎ＝３５９；（泰国）Ｎ＝６７９。

（三）相关矩阵
相关矩阵表明（见表３），中泰两国的以学习为

中心的领导、组织依恋和额外努力之间均有显著正
向关联，为前三个假设提供了支持：Ｈ１ａｂ：以学习为
中心的领导与额外努力正相关（０． ４７１、０． ５１５；
ｐ＜０． ０１）；Ｈ２ａｂ：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组织依恋正
相关（０． ３７９、０． ５６４；ｐ＜０． ０１）；Ｈ３ａｂ：组织依
恋与额外努力正相关（０． ５６３、０． ５０６；ｐ＜０． ０１）。
比较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额外努力、以学习为中
心的领导与组织依恋的相关性系数，显示泰国高于
中国。但是，组织依恋与额外努力的相关性系数对
比，显示中国稍高于泰国，没有明显差异。

表３　 叙述性与相关系数矩阵表

变量 中国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１．以学习为中
心的领导 ３． ５１ ０． ８３ ０． ７９７

２．组织依恋３． ５５ ０． ７８ ０． ３７９ ０． ７６４

３．额外努力３． ６０ ０． ９６ ０． ４７１ ０． ５６３ ０． ７９１

α ０． ９０２ ０． ９１２ ０． ９０７

ＣＲ ０． ８３９ ０． ８０８ ０． ８３９

ＡＶＥ ０． ６３５ ０． ５８４ ０． ６２７

变量 泰国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１．以学习为中
心的领导 ３． ４３ ０． ５９ ０． ７５６

２．组织依恋３． ２２ ０． ５３ ０． ５６４ ０． ７８３

３．额外努力３． ３２ ０． ７５ ０． ５１５ ０． ５０６ ０． ８０８

α ０． ８８８ ０． ９４３ ０． ８７６

ＣＲ ０． ８６３ ０． ８８２ ０． ８８８

ＡＶＥ ０． ６１３ ０． ５７１ ０． ６５３

　 　 注：＝ ｐ＜０． ００１。

（四）中介分析
中介分析表明（见表４），中国和泰国的以学习

为中心的领导对额外努力的直接效应为０ ３２８、
０ ２９８，９５％的置信区间［０ ２４４，０ ４１１；０ ２２５，
０ ３７１］，不包含０，说明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１３、０ １４０，９５％的置信区间［０ ０７２，０ １６２；
０ １０４，０ １８０］，不包含０，说明间接效应显著，也就
是中国和泰国的组织依恋在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
与额外努力中起到中介作用；最后总效应为０ ４４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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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３８，９５％的置信区间［０ ３５９，０ ５２２；０ ３７１，
０ ５０５］，不包含０，说明总效应显著。因此，研究假
设Ｈ４ａｂ获得支持。通过比较总效应，发现中国和
泰国的总效应为０ ４４１（ｔ ＝ １０ ６０２）、０ ４３８（ｔ ＝
１２ ７６８）；泰国稍高于中国，没有显示显著差异。这
或许是由于在后疫情时代，泰国同比中国疫情更为
严重。另一方面，泰国高校存在大量的外籍教师，
对学校更加具有情感寄托。这也佐证了Ｈａｌｌ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的结论，这是由于两国都属于自上而下的
传统文化，而且同样都笼罩在疫情之下，因此差异
不大。

表４　 中介分析表

路径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Ｅ ｔ ｐ
Ｂｉａ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９５％）
ＬＬＣＩ ＵＬＣＩ

直接效应（中国）０． ３２８ ０． ０４３ ７． ６８５ ０． ０００ ０． ２４４ ０． ４１１

总效应（中国） ０． ４４１ ０． ０４２ １０． ６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３５９ ０． ５２２

间接效应（中国）０． １１３ ０． ０２３ ５． １４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７２ ０． １６２

直接效应（泰国）０． ２９８ ０． ０３７ ８．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２２５ ０． ３７１

总效应（泰国） ０． ４３８ ０． ０３４ １２． ７６８ ０． ０００ ０． ３７１ ０． ５０５

间接效应（泰国）０． １４０ ０． ０１９ ６． ９２４ ０． ０００ ０． １０４ ０． １８０

　 　 注：＝ ｐ＜０． ００１。

四、结论
（一）讨论
中泰两国“自上而下”的传统文化是高校改革

的隐形阻力之一，带有“强制性”的本土化色彩，常
以“家长式”领导力体现在组织的管理过程之中。
它对情感承诺、角色外的公民行为有着消极影响，
而在后疫情时代这个面临“生存威胁、混乱”的特殊
时期，这使得高校改革变得更加困难，是目前急需
改变的。相对地，一个为人们带来充满未来愿景、
可持续和富有能力的领导或许是高校应对挑战、突
破传统、支持改革的最好选择。

本研究调查了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中泰两国的
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对教师额外努力的看法，以及
组织依恋在两者之间的介导效应。结果表明，中泰
两国的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教师额外努力呈正
相关。因此，在后疫情时代，中泰两国积极的以学
习为中心的领导似乎对教师趋向行为的积极认知
很重要，这对提高改革成功率和突破“传统文化”都
非常重要。领导力中的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是一
种积极的新概念，它是提升和激励教师认知的重要
途径，相应地，也会降低消极的情感体验。

当下，全球教育环境正面对疫情的巨大挑战，
高校领导者正在实施更多激励、引导和支持教师学
习和学校改进的活动，例如：向教师阐明和传达愿
景；创造好客环境、提供相关资源；还能组织并参
与、管理和监督；并通过自身的专业学习传达终身
学习的重要性。教师被激励学习，并获得支持，促
进了教师学习活动与他们持续的学习倾向。这些
都是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的重要元素，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重塑了原本的认知，也促进了超越他们自
身以外工作的行为。因此，保持领导者的学习活动
对于促进教师的额外努力这种积极的认知是至关
重要的。

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中国和泰国教师中，以学
习为中心的领导与教师组织依恋正相关。这就解
释了为什么在疫情下，有着卓越领导力的以学习为
中心的领导仍然能够有效提高教师在高校组织中
体验到的依恋。这或许是因为以学习为中心的领
导会创造并促进学习活动与情感体验的融洽，从而
增加了教师积极的情绪与体验，因此，引导和支持
可以被视为工作资源。另外，领导者提供的资源还
可以保护教师免受负面情感的困扰。以学习为中
心的领导这种积极的工作资源在实现减少负面情
感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领导者所提高的激励、
引导和支持可以起到保护和提高的作用。一个具
有“能力建设”的领导行为，可以改善情感体验，并
作为一种预防或保护机制，能够有效地应对负面
情感。

研究结果也证实，在疫情影响下的中泰两国教
师中，组织依恋与额外努力呈正相关。教师体验到
的学校安全感和留恋感，这种积极的情感心理状态
的体验可以提高教师的“情感力量”，相应地，还可
以减少他们的负面行为的发生。具体而言，组织依
恋可以作为一种持久而稳定的情感联结的心理状
态对教师积极的趋向行为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
当教师在工作中感到安全与留恋时，它可以创造一
个积极的主观情感体验，从而有效地降低教师们的
消极行为意图。

结果进一步表明，组织依恋在以学习为中心的
领导与额外努力之间有完全的中介效应。尤其是，
组织依恋在解释为什么在具有“能力建设”的领导
力中，教师从事工作中认知的行为将更高的一种机
制。因为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创造并促进了“激励
与学习”的融洽，从而增加了教师个体积极的情感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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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这更加有效地提升了教师们额外努力的趋
向。这是因为，“激励与学习”可以被视为一种工作
资源。相应地，领导者所提供的资源可以保护教师
免受消极认知的困扰。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这种
积极的工作资源在消极认知与情感体验方面都可
以起到重要缓解作用，“激励与学习”具有保护和提
高的作用。富有才干的领导力，可以利用卓越的
“能力建设”行为，并作为一种预防或保护的工作资
源，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后疫情危机中，为学校改
革提高成功的教师额外努力。

简而言之，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本研究首
次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证实中泰两国的以学习为中
心的领导与教师额外努力有关，以及组织依恋在两
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上述假设。
另一方面，在中泰两国两组数据的对比分析显示，
这些关系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研究对于两国国
家将有着同样效用。同时，建议中泰两国的学校和
领导者通过建立与学习“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来
提升教师工作中的额外努力。此外，组织依恋完全
地介导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意味着学校
领导者也需重视教师的组织依恋的管理，以增强以
学习为中心的领导对额外努力所产生的影响。

（二）结论
在后疫情时代，危机四伏，需要变革应对挑战。

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有着“能力建设”特征，是学校
改革的核心。随后，额外努力是“人们投入额外时
间和精力来实现组织目标的内在愿望或意愿”，也
是助力学校成功的关键。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以学
习为中心的领导这种积极的领导力有利于提高教
师的积极认知与情感体验。这一发现与教育领域
对“学习与领导力的融合”的重视是相关的。

一个激励、参与和维持教师持续发展的环境可
以增加教师对工作的热情，因此教师工作职责外的
表现才会更好。事实上，学校都很重视具有“能力
建设”的领导力。所以，应当在高校中建立具备“激
励与学习、领导力融合”的领导行为，因为这可以有
效促进额外努力的提升，如此才能够为学校、教师
带来增益。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以学习为中心的领
导对组织依恋有着直接与间接的积极影响。这意
味着高校可以将组织依恋纳入持续专业发展，这将
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教师对额外努力的积极认知。

（三）研究贡献
本研究以认知资源理论，探讨中泰两国以学习

为中心的领导与教师额外努力的关系，以及组织依
恋在两者之间的介导作用。结果表明，中泰两国以
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组织依恋和教师额外努力有
显著正向关系，组织依恋在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
教师额外努力之间有中介作用。

首先，以往尚无关于中泰两国以学习为中心的
领导与教师额外努力之间关系的研究，因此，本研
究首次以实证研究对中泰两国拥有强大能力建设
的领导力与教师趋向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既
可填补空白，又可丰富相关研究。这不仅有助于中
泰两国高校理解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还能使中泰
两国高校更好地意识到拥有强大能力建设的领导
力如何提高教师额外努力的影响。正如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所言，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是有效地提高
教师结果的重要方式。

其次，本研究基于独特的中泰两国高校背景，
可更好地解释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教师额外努
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组织依恋的媒介效应，这也是
首次以实证研究方式进行的组织依恋介导教师额
外努力的探索，可填补空白。正如Ｐｒａｄｈ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ｄｈａｎ（２０１６）所言，个体对所在组织持久而稳定的
情感联结可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激励个人的成
长，并超越更高层次的动机和自身利益的目标。

最后，结合认知资源理论，研究的结果既可丰
富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与教师额外努力的文献，又
可延伸和发展认知资源理论，具有一定贡献。正如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所言，对教师额外努力表现的探
索，可推进认知资源理论的发展。

（四）建议
研究结果的实践含义是，在后疫情时代，中泰

两国的高校应将重点集中在可以改革教育管理，并
拥有“能力建设”的领导力实践上。近期，中泰两国
少数学校实施了各种旨在改善学校领导力的计划，
特别是将学习活动与激励、教师情感体验纳入改
善。这也证明了教育领域已经认识到学习活动、教
师情感体验对认知功能的改善。本研究的结果支
持这些假设，并强调了在高校中建立“激励与学习
融合”的领导行为之重要性。中泰两国的高校需要
意识到这一点，以便为教师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
支持，以及更好地应对后疫情时代所需要的改革。

（五）限制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几点局限性。首先，它只衡量了中

国南昌市与泰国曼谷府部分教师的看法，尚不能准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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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反映后疫情时代他们对以学习为中心的领导
与其他变量的客观看法或经历。其次，研究选择了
目的样本，存在偏差。最后，未来的研究应涉及更
多其他的组织因素，这或许将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教
师对额外努力这种认知的变化。最后，今后的研究
需要探索有着文化差异的国家，从而更好地探寻这
些关系之间的联系与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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